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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南川村域耕地撂荒成因及分异机制与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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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耕地撂荒是快速城镇化和乡村转型中普遍面临的实际问题，科学揭示典型地区村域尺

度耕地撂荒成因及其分异机制，对于因村施策、精准调控耕地撂荒具有直接现实意义，对保障

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以西南山区

典型县域重庆市南川区为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自然断点模型，识别出村域尺度耕地撂荒的

主导因素、归纳出空间分布特征，探明不同类型耕地撂荒的动力机制，并提出科学调控对策。

结果表明：① 耕地撂荒是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失衡的表现，通过对耕地撂荒实施科学的调控

对策，可实现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新的平衡；② 典型县域耕地撂荒可分为设施性、灾害性、外

移性和流转性4种类型，在比例上，外移性撂荒＞设施性撂荒＞灾害性撂荒＞流转性撂荒；③ 总
耕地撂荒表现出顺时针方向45°旋转的“川”型走廊式分布特征，中高值区位于县域西北及东南

部区域的高海拔山区，主导因素有灌溉条件、耕地流转比例、至干道距离、外移人口比重、至河

流距离、海拔、人均耕地数量、农村劳动力比重、至乡镇距离，不同类型耕地撂荒的主导因素及

空间分布特征存在差异；④ 根据不同类型耕地撂荒的成因、空间特征及研究区实际情况，将撂

荒进一步归纳为设施短缺制约型、灾害多发损毁型、农户分化外移型和政策保障失调型4类，并

提出了对应的调控对策及设施建设升级等12种调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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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保障粮食安全是实现农业强国的基本目标和首要任务[1]，耕地对粮食安全起着基础保

障作用[2]。面对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保障国内粮食有效供给面临

新形势。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确保粮食安全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然而，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导致乡村“人

减地增”，加速了村庄空心化[3-4]，进而加剧耕地撂荒，粮食安全风险加大。与此同时，农

业高强度劳动及低收益进一步迫使乡村人口外移，乡土系统人地分离持续加速，引发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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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撂荒[5-6]。叠加疫情及全球气候灾害等影响，多因素交织对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产生重大消极影响，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话题再次成为实践和理论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政府采取了土地流转、产业扶贫等系列政策供给措施，但由于耕地撂荒的复杂

性，扭转撂荒局面的艰巨性，当前耕地撂荒依旧是危及粮食安全、阻滞乡村振兴的现实

问题[7]。因此，减缓耕地撂荒、保障粮食安全迫在眉睫。

关于耕地撂荒的概念，国内学者从多个视角给出定义。谭术魁等从耕作制度视角，

定义耕地撂荒是生产者违背农时，不按生产节气种植耕地，导致田块荒芜的现象[8]；黄利

民等从土地利用视角，定义耕地撂荒是在社会和经济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生产经

营者停止或减少现有耕作活动，导致耕地永久性荒芜或利用不充分的状态[9]；也有学者分

别从生产风险、劳动力转移、边际效益、资源禀赋等因素视角，界定了撂荒概念[7, 10-11]。

对于撂荒类型，学者们从主动和被动两种产生方式[12]，显性与隐性两种呈现状态[9, 13]，长

期和短期两种存在时况[14]等多个方面做了划分。综合以上认识，本文认为耕地撂荒是在

乡村发展中，耕地资源在自然、社会、经济、政策等因素制约下出现的耕作活动减少或

停止、耕地空置或荒芜的现象，有主动与被动（主动为劳动力不足等主观原因形成的撂

荒；被动为灾害等客观原因形成的撂荒）、显性与隐性（显性为耕地闲置形成的撂荒；隐

性为粗放利用形成的撂荒）、长期与短期（长期为>1 a的撂荒；短期为1 a内的撂荒）等

多种类型，兼具时空差异性、因素交互性、调控复杂性等多个特征。

耕地撂荒的研究涉及社会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等学科，不同学科研究的侧重点与视

角不同。社会学侧重从人类主体出发分析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经济学侧重从投入与收益

视角分析耕地撂荒，而地理学则侧重从地理要素特征视角探讨耕地撂荒。在主体层面，

谢花林从不同代际差异视角，分析了农户耕地撂荒的决策行为，结果表明不同代际的撂

荒行为差异明显，个体是否参与土地流转对新生代农户撂荒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性别

对老一代农户的撂荒行为影响较大[10]；田玉军等从劳动力析出视角，研究了农户务工行

为与耕地撂荒的关系，结果表明务工行为会使撂荒面积增加，特别是加速了质量较差耕

地的撂荒[15]。在投入与收益层面，李赞红等从不同农户类型视角分析耕地撂荒，发现投

入面积会对耕地撂荒产生较大影响，当户均耕作面积较小时，规模效益低，容易撂荒[16]；

李升发等对撂荒进行综述后发现，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等原因引起了耕地边际收益降低，

进而引发耕地撂荒[6]。在地理特征层面，李升发等认为中国省级尺度耕地撂荒率呈现出南

高北低的空间格局，长江流域一带山区耕地撂荒率最高，东北长白山区最低[17]；张学珍

等采用荟萃分析法研究了中国165个县的耕地撂荒长面板数据，发现撂荒地分布呈现南多

北少、条带状分布的空间特征，纵轴贯穿陇东南、蜀东及渝3省市，横轴自鄂起沿长江东

扩，贯穿鄂、湘、赣、皖4省[18]；郭贝贝从区域经济水平出发研究撂荒地空间分布，发现

欠发达山地丘陵区以显性撂荒为主，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粮食主产区则以隐性撂荒为

主[19]；牟艳等以梯田为对象研究了地块尺度撂荒地的空间影响因素，认为耕作高差、坡

度和耕作半径是造成撂荒地存在区域面积差异的主要因素[20]。总体上看，从多学科关于

人的行为、经济要素及地理特征与撂荒关系的研究，表明个体、经济以及自然等因素都

会对耕地撂荒产生作用，然而耕地作为乡村地域内人地关系交互作用下，经济活动开展

的基本载体[21]，影响撂荒的因素是“人（主体）地（资源）业（经济）”三者综合作用

的结果[21-22]。但是，目前在探讨耕地撂荒时对于因素选取的全面性、综合性考虑不周全，

影响机制分析仍然不清晰，研究往往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支撑。另外，已有研究虽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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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省域、县域等较大尺度探讨了撂荒问题，但这些研究掩盖了小尺度下耕地撂荒特

性的变异特征，降低了影响因素、机制的代表性及对策的针对性，对精准指导小尺度空

间单元耕地撂荒问题不足；已有研究虽然分地类探讨了撂荒问题，但从撂荒率构成出发，

进一步细分撂荒类型，并展开耕地撂荒成因、分异机制及调控对策研究的文献不多。

20世纪90年代初期，吴传钧提出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人—

自然要素—经济介质”三大组分构成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组分之间及组分内部要素之

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维系着系统协调性[23]。这三大组分与“人（主体，即社会人）地

（资源，即自然要素）业（经济，即经济介质）”具有较好的要素匹配性与因素对应性，

因此，本文将“人（主体）地（资源）业（经济）”纳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框架研

究耕地撂荒问题。村域作为中国乡村治理体系中较为独立的基层自治组织空间单元，“三

农”政策在行政村的执行成效是检验政策适应性、有效性，并进行对策调控的重要依据，

对政策效应发挥具有指挥棒和质检仪的作用。以行政村为单位，可以细分撂荒类型，分

析其成因、分异机制。鉴于此，本文以西南山区典型县域重庆市南川区作为研究区域，

在划分村域尺度耕地撂荒类型的基础上，引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分析撂荒问题，采

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村域尺度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运用自然断点法分析空间特征，

最后分析耕地撂荒的分异机制，进而提出科学调控对策，以期为粮食安全及乡村振兴提

供决策建议。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认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由乡村和城市两个子系统构成，其

中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还受到内核系统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二者共同影响着乡村人地

关系地域系统协调性（图1）。该理论还认为人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个体，地理环境包括自

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相互交织形成的地理环境整体[21]，由此人类主体、自然本底、社会经

图1   基于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耕地撂荒发生机制

Fig. 1   The mechanism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based on the regional system of rural human-land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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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构成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紧密联系的3个部分[24]，要注重从要素综合性、关联性视角

看待人地关系[14]。对于耕地撂荒，其作为乡村地域系统演化中的一种复杂现象，实质是

系统内耕作主体、资源本底及乡土经济三大组分之间及要素内部关系失调所引起的乡村

地域人地关系发生矛盾冲突的一种不良表现。已有文献表明，影响耕地撂荒的主体属性

有教育、年龄、性别和家庭人口外移数量、劳动力比重等，如受教育程度对中生代农户

耕地撂荒意愿作用最大[10]，资源属性有海拔、坡度、地块破碎度、灌溉条件、至河流距

离、自然灾害、人均耕地数量等，如分布海拔越高的耕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大[16]，乡土

经济属性有耕地流转比例、经济水平以及到重要经济中心的距离等，如耕地资源与经济

中心的距离代表着农业生产成本与农产品的市场范围，距离越大，生产成本越高，市场

范围越小，耕地撂荒概率越大。从撂荒视角看乡村人地关系，以上主体、资源和乡土经

济三大属性要素在本质上可使乡村人地关系从协调走向不平衡。根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理论，在外部环境影响下，三大组分与内部要素之间不断通过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转化，

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维持着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失调—再协调”的动态平

衡[23]。这些外部环境包括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拥有的资源优势等，不

断吸引人口这一乡村核心要素单向外流。由此，导致内核系统中耕作主体、资源本底及

乡土经济三大组分及要素之间的作用力减弱，“内核系统—外部环境”互馈机制效力降

低，二者联系减弱或停滞，系统内部物质、能量交流因此降低或静止，使乡村地域系统

人地分离，固有人地关系协调链被打断，乡村地域系统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支撑这一

观点的文献认为，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对乡村人力资本产生较强拉力，相比而言，耕地

产出效益低，设施落后，耕作主体作用资源本底的内生动力不强，人口外移使耕地被人

为放弃[15]；当耕地坡度大、细碎化程度高、自然灾害频发等资源劣势凸显时，较大的耕

作难度迫使主体加速耕地撂荒[17]；最后，当调控对策不能有效提升主体内生动力，并解

决耕地资源先天不足时，耕地作为载体衍生的社会经济活动就会减弱乃至停滞。近年来，

政府出台了土地流转、产业扶贫等政策，试图抑制耕地撂荒态势，但由于撂荒问题的复

杂性，区域性撂荒问题依然严峻。因此，通过科学手段及理论，探索耕地撂荒问题并提

出精准的调控对策，可提升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性。

2   区域选择、数据说明与研究方法

2.1  区域选择

南川区位于四川盆地向武陵山区过渡区，喀斯特地貌广布，辖34个乡镇 （街道）、

239个村（社区）（图2）。有研究表明，中国耕地撂荒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山区集中、平原

分散以及垂直地带性等特征，高撂荒率主要分布于秦岭—淮河以南、第二级阶梯以西的

西南地区[17]，李升发等关于中国153个山区县的耕地撂荒信息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观点，

并发现重庆撂荒率高于全国均值[20]。截至2021年底，南川区耕地撂荒总面积约2.13万

hm2，占耕地保有量的31.19%，平均每0.2 hm2耕地约有0.07 hm2撂荒，与西南地区耕地平

均撂荒率27.2%[25]相比，超过3.91%，与重庆市30%的撂荒率均值相当。

本文以南川区作为研究区，还基于以下考虑：① 在耕作主体方面，2021年重庆市农

经统计年报数据显示，南川区农村户籍人口有39.74万人，人地分离比达38.48%，略高于

重庆市均值36.28%。② 在资源本底方面，南川区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种植业面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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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区域常见的高温、暴雨、滑坡、野生动物侵扰等多种灾害威胁，如重庆市35 ℃以上

高温天气为31 d，而南川区为28 d；耕地保有量为6.91万hm2，其中坡度≥ 25°的耕地约占

耕地总量的1/3，为1.92万hm2；通过设施修缮等农田整治建成高标准农田3500 hm2，占耕

地总量的5%，占坡度< 25°耕地面积总量的7.01%。③ 在乡土经济方面，南川区村集体经

济收入为2.71万元，略低于重庆市均值3.07万元；作物方面，以水稻、玉米和大豆等传统

种植为主，与重庆市大宗农作物类型相同，亩产均值为423.2 kg。综上，选择南川区研究

耕地撂荒具有代表性。

2.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底，包括耕作主体、资源禀赋、经济发展能力和政

策性控制变量4类数据。耕作主体数据包括外移人口比重和农村劳动力比重，政策性控制

变量包括是否脱贫村、是否实施了重大项目，以上数据均来自南川区乡村振兴局。资源

禀赋数据包括海拔、地面坡度、地块破碎度、灌溉条件、至河流距离、自然灾害和人均

耕地数量。其中，海拔和地面坡度数据由ArcGIS提取，首先从中国科学院数据云中心网

站 （www.csdb.cn） 获取DEM数据 （分辨率30 m），然后通过ArcGIS平台影像校正和

Extract Values to Points工具提取村域坡度与高程数据，通过将矢量数据转化成0.5 km×

0.5 km的栅格数据求取；至河流距离利用ArcGIS平台空间邻域分析方法获取；地块破碎

度、灌溉条件、自然灾害和人均耕地数量来自南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经济发展能力数

据包括耕地流转比例、村经济水平、至干道距离、至乡镇中心距离和至县城中心距离。

其中，耕地流转比例和村经济水平来自南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至干道距离的获取方法

与至河流距离一致；至乡镇中心距离和至县城中心距离通过高德地图获取。另外，运用

ArcGIS对县域、镇域、村域等空间数据进行图层叠加、矢量化处理，最终完成了239个

图2   南川区空间位置及范围

Fig. 2   Location and scope of Nanchuan district,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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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区）的可视化分析底图，以上地理空间数据来自南川区规划与自然资源局提供的

2022年度变更调查数据。社会经济数据中各村耕地数量、撂荒地数量、地块数量等数据

来自南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在研究区全域范围开展的耕地撂荒摸底调查（撂荒地数量统

计包括主动和被动、显性和隐性、长期和短期多种撂荒类型，与上文概念内涵一致，为

保证数据质量，在数据采集时规避了不同口径下对同一地块的重复计算；其中东城、南

城及西城街道6个毗邻社区属于纯非农社区，不涉及撂荒问题，作为无值区处理）。

2.3  研究方法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用于解释变量共线性诊断及耕地撂荒主导因素识别，自然断点法

用于耕地撂荒度量指标体系中因素的聚类分析。

（1）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明确影响村域尺度耕地撂荒的主导因素，本文选用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对可能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为深入分析不同撂荒问题产生的差异化因

素，本文将总耕地撂荒率（Y1）作为结果变量的同时，还根据南川耕地撂荒率的数据组

成结构，将撂荒率细分为设施性撂荒率（Y2）、灾害性撂荒率（Y3）、外移性撂荒率（Y4）

和流转性撂荒率（Y5） 4种细分类型，并将其作为结果变量。模型设定如下：
Yij = αij + βij Xij + εij

式中：Yij表示行政村耕地撂荒率；i表示行政村；j表示第j种耕地撂荒率，如Yi1表示行政村

i的总耕地撂荒率；αij表示常数项；βij表示一系列影响因素的待估系数；Xij表示影响因素；

εij表示随机误差项。

（2）自然断点法。根据耕地撂荒率及影响因素等数据固有的自然分组属性，通过聚

类思维切分数据分布规律，减少人为干扰，让每组数据内部相似性最大，组间相异性最

大，尽可能减少组内平均离散方差，增大组间离散方差。

3   村域耕地撂荒度量及空间特征

3.1  耕地撂荒度量指标体系

将耕地撂荒置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区域发展背景，构建了以耕作主体保障、

自然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能力为主框架的村域尺度耕地撂荒度量指标体系，共3个1级指

标14个二级指标。具体选取时，以指标框架为前提，遵循了科学性、综合性、层次性及

数据可得性，重点突出了村域尺度的可比性、差异性，同时结合研究区实际及相关文

献[1, 7, 10, 16, 18]构建了表1所示指标群。为深入探析耕地撂荒成因、空间特征及分异机制，根

据4种细分类型展开撂荒研究，对于撂荒类型的划分依据和过程是以调查表中对“您家耕

地撂荒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设置中所获取的直接信息来区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

中被解释变量是耕地撂荒率，分为总耕地撂荒率、设施性撂荒率、灾害性撂荒率、外移

性撂荒率和流转性撂荒率5个2级指标，解释变量中的耕作主体有2个2级指标，资源禀赋

有7个2级指标，经济发展能力有5个2级指标。为使研究可靠，还增加了“是否脱贫村”

“村内是否实施了重大项目”两个政策变量。因为如果略去控制变量，则研究结果不能通

过信度检验，但前文认为，政策实施可能会对耕地撂荒产生影响。因此，采用加入政策

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的方法剥离政策实施可能导致的结果偏误。

3.2  耕地撂荒分异主导因素识别

为减小结果偏误，首先对解释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同时考虑各变量的不可公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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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指标解释及描述性统计
Tab. 1   Indicator interpreta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一级指标

耕地

撂荒率

耕作

主体

资源

禀赋

经济

发展

能力

控制

变量

二级指标

总耕地撂荒率Y1

设施性撂荒率Y2

灾害性撂荒率Y3

外移性撂荒率Y4

流转性撂荒率Y5

外移人口比重X1

农村劳动力比重

X2

海拔X3

地面坡度X4

地块破碎度X5

灌溉条件X6

至河流距离X7

自然灾害X8

人均耕地数量X9

耕 地 流 转 比 例

X10

村经济水平X11

至 主 干 道 距 离

X12

至乡镇中心距离

X13

至县城中心距离

X14

是否脱贫村X15

是否有重大项目

X16

含义及赋值

撂荒耕地与耕地

总量之比(%)

农业设施导致撂

荒比例(%)

自然灾害导致撂

荒的比例(%)

人口外移导致撂

荒的比例(%)

耕地流转导致撂

荒的比例(%)

村外移人口与户

籍人口比(人)

村劳动力与总人

口之比(%)

村平均海拔(m)

村平均坡度(°)

每公顷耕地的地

块数量(块)

每千亩耕地的山

坪塘数量(口)

村至河流的平均

距离(km)

村自然灾害出现

种类(种)

村人均耕地数量

(hm2)

每千亩耕地流转

数量(%)

村集体经济收入

(万元)

村至“县—乡道”

平均距离(km)

村委会至所在乡

镇距离(km)

村委会至区政府

距离(km)

脱贫村为1；非

脱贫村为0

有项目为1；无

项目为0

变量假设

村内不同原因导致的耕地撂荒与耕地总量之比，

比值越高，撂荒率越高。

因农业设施供给不足等导致的耕地撂荒与耕地总

量之比，比值越高，撂荒率越高。

因气象等自然灾害导致的耕地撂荒与耕地总量之

比，比值越高，撂荒率越高。

因人口外迁、务工等导致的耕地撂荒与耕地总量

之比，比值越高，撂荒率越高。

流转后因效益不佳等导致的耕地撂荒与耕地总量

之比，比值越高，撂荒率越高。

因外迁、务工等引致的外移人口数量越多，占比

就越高，耕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大[7]。

比重越高，村内能从事劳动的人口越多，耕地撂

荒数量就会越少。

海拔较高的区域，耕作条件较差，耕地易撂

荒[18]。

坡度较大的区域，耕作不便，生产成本高，耕地

易撂荒[26]。

单位面积地块数量越多，破碎化程度越高，农户

弃耕的可能性越大[27]。

每千亩耕地拥有的山坪塘数量越多，灌溉条件越

好，耕地撂荒可能性越小[7]。

地块距离河流越远，农业用水保障率越低，生产

风险越大，易撂荒。

气象、病虫害、野生动物侵扰等灾害种类越多，

耕地撂荒可能性越大[1]。

人均耕地数量少，难以产生规模效益，易导致耕

地撂荒。

单位面积内流转耕地数量越多，发生流转后撂荒

的风险越大[20, 28]。

村集体经济与耕地使用率有相关性，收入高的村

有较多资金投入农业发展一定程度上减缓撂荒。

道路级别影响畅通性，一般而言，当产地至“县

—乡道”距离较长时，生产物资和农产品的进出

难度较大，撂荒易发生[29]。

村镇距离越大，农资采购中交通及时间等成本越

高，耕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大[30]。

村城距离通过制约市场信息获取影响农产品销

售，距离越大，撂荒的可能性越大。

脱贫村所获扶贫资金多，设施建设投入大，促进

产业发展，有利于减缓耕地撂荒。

实施重大产业项目的村，农业资金保障率高，提

升耕地使用率，会减缓耕地撂荒。

均值

31.36

8.25

5.87

12.26

5.13

32.56

46.10

836.56

12.61

109.09

4.91

8.87

4.54

2.10

11.25

2.68

18.62

5.96

20.36

0.17

0.19

标准差

18.27

9.09

6.40

10.37

7.98

17.08

12.36

254.65

4.98

166.95

2.08

8.76

1.2

2.62

9.02

5.84

10.73

5.10

9.46

0.38

0.39

注：1亩≈ 667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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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变量做了Z-score标准化处理。结果显示，除了X12的VIF为5.022外，其余15个变量均小

于5，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将指标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不同类型耕地撂荒进行分

析（表2），5个模型的显著性F变化量均小于0.001，整体显著，解释能力较强。

总体上看，影响村域尺度耕地撂荒的显著性因素有耕作主体保障、自然资源禀赋及

经济发展能力3个方面9个因素，按其重要性排列为灌溉条件>耕地流转比例>至干道距离

>外移人口比重>至河流距离>海拔>人均耕地数量>农村劳动力比重>至乡镇距离，其中耕

地流转比例、至干道距离、外移人口比重、海拔和农村劳动力比重为正向影响，灌溉条

件、至河流距离、人均耕地数量和至乡镇中心距离为负向影响。

不同类型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及作用大小差异明显。① 设施性撂荒有6个因素显著，

其中外移人口比重、地块破碎度、至干道距离是正向影响，灌溉条件、至河流距离和至

乡镇距离为负向影响。② 灾害性撂荒显著因素中，海拔、农村劳动力比重和自然灾害为

正向影响，灌溉条件和人均耕地数量为负向影响。③ 对外移性撂荒而言，除了外移人口

比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外，影响较大的是自然资源禀赋，其中地面坡度和自然灾害产生

正向影响，灌溉条件和人均耕地数量产生负向影响。④ 与其他类型相比，对流转性撂荒

影响最显著的是经济发展能力，包括耕地流转比例和至干道距离2个正向因素，其次是外

移人口比重，为负向因素。

以上显著因素是针对重庆市典型地域的实证结果，受制于数据偏差、地理要素差异、

不可测因素或特殊地域因素影响，实践中不同区域耕地撂荒的影响力存在差异。若将本文

指标挪作他域研究，显著性可能有所变化。政策性控制变量非本文讨论对象，不做介绍。

表2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耕地撂荒主导因素识别 
Tab. 2   Identification of dominant factors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based o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常量

调整后R2

显著性

VIF

1.485

1.080

4.140

2.076

1.215

1.307

3.447

3.124

1.253

1.049

1.154

5.022

1.256

4.615

1.143

1.105

-
-
-

Y1

系数

0.239***

0.084*

0.185**

-0.078

0.050

-0.476***

-0.192**

0.028

-0.095**

0.358***

-0.015

0.263***

-0.082*

-0.037

0.020

0.003

0.194

0.596

< 0.001***

t

4.695

1.940

2.181

-1.291

1.080

-9.973

-2.477

0.380

-2.034

8.371 

-0.328

2.816

-1.757

-0. 416

0.456

0.059

Y2

系数

0.092**

-0.030

0.110

-0.012

0.142***

-0.736***

-0.126*

-0.029

0.020

0.011

0.041

0.197**

-0.072* 

-0.107

0.043

0.087**

0.205

0.696

< 0.001***

t

2.080 

-0.791

1.490

-0.228

3.547

-17.786

-1.876

-0.448

0.491

0.309

1.062

2.426

-1.777

-1.378 

1.104

2.274

Y3

系数

0.050

0.122**

0.528***

0.065

0.005

-0.157**

-0.161

0.199**

-0.139**

0.050

-0.028

0.136

-0.024

0.156

0.090

-0.137**

-0.046

0.305

< 0.001***

t

0.755

2.146

4.738 

0.830

0.081

-2.501

-1.587

2.058

-2.271 

0.885

-0.482

1.111

-0.396

1.323

1.545

-2.377 

Y4

系数

0.365***

0.067

-0.039

0.174**

-0.045

-0.142**

-0.117

0.213**

-0.126*

0.006

-0.050 

0.217

-0.044

-0.057

-0.056

-0.012

0.045

0.186

< 0.001***

t

5.056

1.095

-0.327

2.033

-0.687

-2.094

-1.061

2.029

-1.905

0.101

-0.785

1.638

-0.655

0.451

-0.886

-0.187

Y5

系数

-0.088*

-0.007

-0.088

0.051

0.003

0.053

-0.031

-0.035

0.034

0.759***

-0.004

0.047**

-0.040

-0.025

-0.019

0.033

0.006

0.558

< 0.001***

t

-1.645

-0.151

-0.990

0.804

0.062

1.052

-0.378

-0.451

0.698

16.969

-0.082

0.477

-0.813

-0.267

-0.409

0.717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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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耕地撂荒空间特征

总体上看，4种类型耕地撂荒率从大到小排列为外移性撂荒>设施性撂荒>灾害性撂

荒>流转性撂荒，占比分别是12.26%、8.25%、5.87%和5.13%。为准确分析各类撂荒分异

机制，并发挥好基础参考作用，在因素分析的同时，还对撂荒的空间特征展开探析。指

标可视化能反映区域特征，空间要素分级有利于空间特征分析。本文中，对撂荒率数据

进行统计学分析后发现，当数据聚为3类时，不仅各组数据内部相似性最大、组间相异性

最大，同时也能避免因组内个案较少可能导致可视化效果差的问题。因此，结合多种断

裂点分级对比后，发现3级断裂模式的可视化效果最佳，由此对总耕地撂荒及4种细分撂

荒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可视化表达（图3）。总体上，以县城为中心的街道区域耕地撂荒

率较低，外围区域相对较高，但各类撂荒的空间分布特征又有差异，总耕地撂荒的高值

区空间范围大，流转性撂荒呈点状或线状分布。

图3   南川区耕地撂荒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bandoned farmland in Nancha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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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耕地撂荒表现出顺时针方向45°旋转的“川”型走廊式分布特征，西北及东南部区

域耕地撂荒率明显高于“东北—西南”走向中部走廊区域。耕地撂荒率高于村域平均水

平31.36%的行政村有110个，主要集中在“川”型西侧的太平场、乾丰、冷水关、民主、

骑龙、鸣玉、河图、福寿等乡镇，以及“川”型东侧的头渡、金山、合溪、庆元、德隆

等乡镇；耕地撂荒率低于行政村均值的有123个，主要集中在中部走廊的县城及周边地

区，如东城、南城和西城等街道，该区域撂荒率均值为16.41%。研究区最大值分布在冷

水关镇高峰村为66.64%，最小值在鸣玉镇文化社区为2.01%。另外，极端高值区除城镇

开发边界内东城街道龙岩河社区外，70%以上集中在县域边界区。

4种细分撂荒可视化图有以下特征：① 设施性撂荒主要位于北部和南部区域，呈现

出局部聚集特征。高值区共有30个村庄，占总样本的比重为12.88%，多点集中、南北对

称分布，这说明在乡村基础设施供给水平影响下的耕地撂荒在空间上相对集中。② 灾害

性撂荒呈现出边缘高中间低的半弧状“勺”型特征。有24个村庄处于高值区序列，占总

样本的比重为10.30%，主要位于研究区北部、东部县界及南部区域，其中“头渡—金山

—德隆”接壤区域和骑龙镇的高度灾害性撂荒村庄数量较多，成面状分布。③ 外移性撂

荒以县城为中心呈现出外围高中部低的“环形山”型特征。有41个村庄处于撂荒高值区，

占总样本的比重为17.60%，说明外移性撂荒较多出现在距离县城较远的远郊区或传统农

业村庄。④ 流转性撂荒较多分布在城郊区域，整体上呈现出“X”型特征。该类耕地撂

荒的高值区村庄数量最少，共10个，所占样本比重为4.29%，说明流转性撂荒较多分布在

距离县城较近的区域，或受特殊因素影响，呈点状或线状特征。

4   村域耕地撂荒分异机制与调控对策

4.1  耕地撂荒分异机制

前文分析了各类耕地撂荒的主导因素及空间分布特征，接下来将主导因素与研究区

实际结合，分析撂荒机制。为保持研究内容前后逻辑一致，将4种耕地撂荒率分别命名为

设施短缺制约型、灾害多发损毁型、农户分化外移型、政策保障失调型4种类型。

（1）设施短缺制约型。地块破碎时农业设施建设难，机械化和新技术推广难，农户

流转意愿低，撂荒成为必然趋势[31]。喀斯特地貌区的地表水从岩石裂隙或沟谷流失，土

壤保水蓄水性差，当耕地至河流较远时取水难制约了农业发展。山坪塘等设施供给缓解

了水资源短缺对农业的束缚，从而提高耕地利用率，消弭撂荒。在山区，与交通干道较

远的耕地要素禀赋差，农业设施密度低，降低了劳动者务农意愿，迫使其外移，加速了

耕地撂荒[7, 31]。然而，对乡镇而言，距其越远，耕地和农业设施数量越少，相对近镇区因

设施瓶颈引致的耕地撂荒有所降低。对比图4e与图3b发现，西南部区域耕地破碎度高，

其设施性撂荒也处于高值区，这是因为细碎化耕地区农业设施建设成本高、管护难度大，

容易引发耕地撂荒；图4f显示灌溉条件呈现出中部好于四周的特征，而在图3b中外围设

施性撂荒率高于中部，特别是头渡、金山、德隆等区域，其灌溉条件低值区与设施性撂

荒高值区吻合，因为这里是5A级金佛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水利和产业路等设施的制约

因素多。

（2）灾害多发损毁型。海拔是区域地形地貌特征的重要指标，影响农业生产方式及

结构，对区域气候、土壤、水文、生物等要素的分异也产生重要影响[30]。通常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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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南川区耕地撂荒因素分级

Fig. 4   Grading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armland abandonment in Nanchua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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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越高土壤越瘠薄，突变天气越频繁，出现低温、大风、干热、暴雨等灾害的频率越

高；在坡面急流影响下水土流失、滑坡、泥石流灾害增多，损毁了灌溉设施，严重制约

农业发展，使耕地撂荒。“两山论”促进生态富民，也催生了野猪、野兔等野生动物数量

增加，严重威胁耕作业，迫使耕地撂荒[16]。人均耕地少难以产生规模效应，而劳动力比

重高，盈余劳动力增加，务工意愿增强，反而减少了务农人口数量，这些因素阻滞耕地

利用，加速耕地撂荒。在图4c中，南部高海拔区域是金佛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所在地，严

格的林保措施下，野生动物数量扩增，对农业产生不利影响；图4i中人均耕地数量较小

区域与图3c中灾害性撂荒低值区吻合，这是因为在县城周边，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少，

在相对宽松的生态约束下，人类活动频繁，阻止了野生动物侵袭，减少了耕地破坏；在

图3c中，北部低海拔区域气象要素相对稳定，土壤蓄水保墒能力强，灌溉条件优越，灾

害性撂荒发生率低。

（3）农户分化外移型。当种植业效益较低时，务工群体增大，经营者放弃耕作，形

成短期撂荒；当举家外迁、定居他乡时，形成长期撂荒[15]；当就近务工或产业转型时，

耕制由两熟变一熟，形成隐性撂荒。耕地坡度越大，宜机化水平越低，农资运输劳动强

度越高，加之灌溉条件差、自然灾害多，农业生产不确定风险增多，挫败了生产信心，

促使人口外移，导致耕地撂荒[20]。人均耕地越少，劳动力过剩外移数量就越多，从而导

致撂荒率升高。在图4a中，外移人口比重较高的区域在西北部和东南部，这与图3d中外

移性撂荒高值区分布一致，这是因为南北两侧距离城区远，就近务工机会少，加上坡耕

地、灾害或灌溉设施短缺对耕作业的制约，人们跨镇跨区寻找出路。调查显示，南川区

行政村外移人口比重是32.56%，涉撂荒地农户中因举家外出、无劳动力或劳动力自然灭

失导致耕地撂荒的面积占比为12.11% （1 a内撂荒地占比为16.94%，1~2 a占比为28.18%，

2 a以上为54.88%），这说明相比务农，有更多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从而使多年性撂

荒多。

（4）政策保障失调型。即流转性撂荒，因耕地流转而出现。当某地外移人口较多时，

地块产权分割影响小，耕地流转集中度高，此时，承租人追求规模效应，付租转入耕地，

理论上减少耕地撂荒。但当承租人暂未匹配到高资信业主，或已匹配业主因未掘出畅销

品种、选种了低效作物、资金链断裂等原因，导致了耕地撂荒。当业主管理不善、技术

匮乏、盈利模式落后时，经营失败迫使违约，导致耕地撂荒[17, 32]。当承租人瞄准政策补

贴时，流转动机出现偏差，主观上存在撂荒故意，而农户又受制于合同约定无法收回耕

地，被迫撂荒[31]，导致流转比例越大，耕地撂荒越高。当然，承租方更愿意在近主干道

等交通优势凸显区承租耕地，这回答了为什么距离主干道越近，流转性撂荒越高的疑问。

从图4l看，至主干道距离中，各要素水平大致呈现出“西北—东南”走向，这印证了图

3d中流转性撂荒高、中值区同样以“西北—东南”走向为主的特征。研究还发现，与其

他类型相比，流转性撂荒有点状分布、村数量少、单位面积大等特点。调查显示，受种

植收益与成本失衡、流转市场不成熟、政策调整滞后等因素影响，研究区流转性撂荒比

例为5.13%，最大值为13.59%，单个业主耕地撂荒最大值是9.81 hm2；97.05%的业主在耕

地上从事“非粮化”生产，水稻和玉米种植仅占2.95%，83.07%是2 a内撂荒。

4.2  耕地撂荒调控模式与对策

耕地撂荒是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失调的表现，通过有效的调控措施可提高耕地利

用率，减缓撂荒，增强系统协调性。接下来结合各类型撂荒的影响因素，系统梳理其特

征、对策和模式（表3）。

1835



地  理  学  报 79卷

（1）设施短缺制约型。该类撂荒应重点破解交通、灌溉等设施瓶颈，同时辅以农田

整治提高设施配置能力，通过优补设施短板提升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性。如对灌

溉设施短缺区域，采取设施建设升级模式；对地块破碎区域，采取农田整治配置模式。

（2）灾害多发损毁型。该类撂荒应重点防范各类灾害对农业的破坏，同时辅以土壤

改良及设施修缮等措施，通过防范原生、次生灾害对农业的破坏，促使乡村人地关系地

域系统协调。如对耕地要素脆弱区，采取要素优化模式；对设施损毁严重区，采取修缮

加固模式。

表3   不同类型耕地撂荒的调控模式与对策

Tab. 3   Regulation model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类型

设施短缺

制约型

灾害多发

损毁型

农户分化

外移型

政策保障

失调型

特征

受资源本底影响大，灌溉、交通等设施

及地块要素是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失

衡的主因。特征如下：灌溉设施短缺，

修建难度大；距乡镇远，路网通达度

低，生产物资及农产品运输难；与河流

等天然水源地远，取水不便；伴有耕地

分布区域海拔高，地块破碎等特征。

受多发性原生、次生灾害威胁大，资源

禀赋对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性产

生主要影响。特征如下：农业易受气

象、地质及生物等灾害影响；水土流失

严重，土壤养分比例失调，较贫瘠；耕

作区域海拔高、地块起伏不平、高差

大；路网及排灌设施易损毁，生产条件

差；伴有人均耕地数量和劳动力数量少

等特征。

人口外移是最直接因素，伴有坡度、灌

溉等间接因素，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乡村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性。特征如下：

非农型或兼业型农户数量多，村庄经济

发展能力整体弱；地形高低起伏、沟壑

纵横、地块坡度大；灌溉能力不足；农

业抵御自然灾害及风险的能力小。

政策保障、产业特性及农产品变现能力

等经济发展要素是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

统失衡的动力。特征如下：耕地转出比

例高，自发流转农户多，管理水平低，

违约率高、矛盾多；单个业主转入规模

大，产业变更弹性差，烂尾产业多；离

主要交通设施及重要经济中心距离远，

商品变现难。

对策

通过农业设施建设和高标准地块整治等措施突

破资源瓶颈，重塑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

调。对策如下：优化产业路、机耕道及排灌等

设施布局，加大设施空白点建设密度，提高生

产设施供给能力；加强农田整治，减小高海拔

区域地块过度破碎化对路网及灌溉设施建设带

来的不利影响。

通过农田整治、设施加固等措施，防范灾害风

险，弥补资源短板，重塑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

统协调。对策如下：采取小并大、短变长、弯

取直、坡改缓等工程措施，优化土地要素治

理，增强农业抗灾抗险能力；在测土配方、增

施有机肥等土壤改良基础上，加强作物与土壤

养分适配性研究，因地施策、分类种植；对路

网、山坪塘、沟渠等已损毁设施修缮加固，提

升实效、提高设施利用率。

盘活土地经营方式、激活小农生产模式，松绑

劳动力束缚，补人力短板、活耕地利用，重塑

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对策如下：对整

户外迁、自然消亡户，可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

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持或再发包；对非农型农

户，精准摸排撂荒数量及空间分布，根据用地

类型探索全程、单环节及关键环节等托管模式

或农资供应、农机作业、产品营销等一体化代

管、倒包模式；对兼业型农户，分类统计撂荒

季节及规模并予以再匹配，如将A户因务工撂

荒的“冬闲田”与 B 户因返乡闲余的“冬劳

力”相匹配，通过经济贴补激励种植，严守熟

制；加强坡耕地整治，逐步提升高标准农田数

量，提高适耕易耕性，降低灾害风险。

夯实流转政策精准性、市场规范性和帮扶政策

有效性，以行政手段消弭撂荒，重塑乡村人地

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对策如下：政府牵头组织

农户流转，出台政策、法律法规或采取奖惩措

施约束经营行为；组织专家对私营业主或村集

体经济的管理、生产及营销等人员强化业务指

导，加强对市场前景及好产品的预判预选，提

高流转经营质量；突破主要交通瓶颈，提高运

输效率，以政策帮扶等行政手段打通市场，盘

活烂尾产业。

模式

设施建设

升级模式、

农田整治

配置模式

耕地要素

优化模式、

因地制宜

耕植模式、

设施修缮

加固模式

集体自持

运作模式、

反租倒包

托管模式、

人地匹配

激励模式、

坡地综合

整治模式

行政奖惩

约束模式、

业务指导

提质模式、

政策帮扶

惠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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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户分化外移型。该类撂荒应重点解决耕作主体数量不足，以及坡耕地多、灌

溉和抗灾能力差等问题，通过松绑劳动力短缺桎梏、转变管理等方式盘活撂荒地，促使

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如对重要节点返乡的“候鸟迁徙式”非农型农户，采取返

租倒包托管模式；对受坡度和灌溉影响大的区域，采取坡地综合整治模式。

（4）政策保障失调型。该类撂荒牵扯农户多、集中度高、规模大、产业转型难，应

从政策、管理者和市场等维度，提出减缓撂荒保障措施，重塑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

调性。如对自发流转形成的合同违约、矛盾聚集，采取行政奖惩约束模式，由政府牵头

重组；对产业转型难、易烂尾等情况，由政府主导，采取业务提质或政策帮扶模式。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立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以重庆市典型县域南川区为研究区，以村域为尺

度，借助多元线性回归和自然断点模型，识别不同类型耕地撂荒主导因素、总结其空间

分布特征，最后分析内在机制并提出调控对策。结论如下：

（1）耕地撂荒本质上是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失衡的一种表现，是区域耕作主体保

障、自然资源禀赋及政策经济发展能力不协调的结果，主要体现在区域内部要素供给不

平衡。其中，自然资源禀赋对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平衡演进起着基础支撑作用，耕

作主体保障起着决定作用，政策经济发展能力起着保障作用，通过科学有效的调控对策，

可提高系统协调性。

（2）西南山区典型县域耕地撂荒可分为设施性、灾害性、外移性和流转性4种类型，

按照撂荒率从大到小排序为外移性撂荒>设施性撂荒>灾害性撂荒>流转性撂荒，分别占

总耕地撂荒的12.26%、8.25%、5.87%和5.13%。这4种类型耕地撂荒的空间特征有明显差

异，设施性撂荒呈现局部聚集特征，灾害性撂荒呈现边缘高中间低的半弧状“勺”型特

征，外移性撂荒以县城为中心呈现出外围高中部低的“环形山”型特征，流转性撂荒较

多分布在城郊区域，高值区呈现“X”型特征。

（3）整体上看，对西南山区典型县域村域尺度耕地撂荒具有显著性影响作用的因素

涉及耕作主体保障、自然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能力3个方面9个因素，分别是灌溉条件、

耕地流转比例、至干道距离、外移人口比重、至河流距离、海拔、人均耕地数量、农村

劳动力比重、至乡镇距离，但各类撂荒的显著性因素又存在差异，外移性撂荒受到耕作

主体保障和自然资源禀赋双重制约，设施性撂荒与灾害性撂荒受资源禀赋影响大，流转

性撂荒受经济发展能力约束多。

（4）为进一步明确调控对策，结合研究逻辑一致性，将不同撂荒率进一步归纳为设

施短缺制约型、灾害多发损毁型、农户分化外移型、政策保障失调型4种类型。撂荒地的

精准有效治理需以明确的地域类型划分为认识单元，在此基础上的调控对策应对症下药、

科学有效，因此在归纳总结撂荒特点的基础上，针对4类耕地撂荒提出了与之对应的4种

调控对策及12种调控模式。

5.2  讨论

本文以西南山区典型县域重庆市南川区为例，从村域尺度分析了耕地撂荒的主导因

素及空间特征，探明了撂荒的分异机制，将耕地撂荒拓展延伸至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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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定量研究，从深化机理认识与丰富理论内涵的角度看，值得持续拓展与探索。耕

地撂荒的治理除了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的现实逻辑，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逻辑。本文放

眼于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高度揭示耕地撂荒成因、机制及对策，突破了以往

“就撂荒论撂荒”的研究框架，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深化应用，认为耕地撂荒本质

上是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失衡的一种表现，通过科学有效的调控对策，可提高系统协

调性。此外，与县域或更大尺度相比，村域尺度耕地撂荒研究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特点：

① 耕地撂荒的形成具有复杂的现实原因，以县域或更大尺度作为研究单元时，往往不能

进一步细分撂荒成因，这容易导致较大尺度研究中对研究结果的平均化。本文以村域为

基本单元，将空间范围聚焦到农村熟人社会中联系较为紧密的自治组织单元，弥补了以

往较大尺度“漫灌式”研究的不足。研究认为，山区典型县域耕地撂荒有设施性、灾害

性、外移性和流转性等类型，一般来讲，外移性撂荒率>设施性撂荒率>灾害性撂荒率>

流转性撂荒率。② 村域尺度耕地撂荒数据承载的地理信息精度更高，更有助于揭示耕地

撂荒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性和规律性，其调控对策具有更精准的指

导价值，最终提出了4种调控对策及设施建设升级等12种耕地撂荒调控模式。

内生性问题方面，耕地撂荒成因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及复杂性等特征，且农户个体

心理状态及习惯偏好等因素也可能对耕地撂荒产生影响，因此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可能

出现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然而，上述影响因素的量化、测度难度较大，数据可

获得性较低，且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无法通过滞后工具变量等方法来缓解内生性问

题。因此，本文通过下列方法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一是在变量选择及构建中，尽可

能搜集、借鉴与耕地撂荒相关的国内外权威文献所使用的变量及指标，以缓解遗漏变量

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二是借助调整后决定系数R2及模型整体显著水平等截面数据分

析常用关键指标，对拟合有效性进行判断及说明。总体而言，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分

析耕地撂荒的显著影响因素，而非某个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力，所以对内生性问题的约

束相对宽松，上述内生性处理手段可以保障研究结论可靠。

本文的立论思路在于，在乡村人地系统科学发展和乡村地域系统演化中，由于人类

行为多变性、经济活动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灾害对生产带来的持续性风险，基于耕地撂荒

的分异机制与人地关系系统演化的逻辑脉络更具复杂性，需要更深入思考耕地撂荒对人

地关系的演化过程。耕地撂荒会导致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从协调走向失调，如何构建

一整套指标体系，有效测度耕地撂荒背景下，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时空变化也是未

来研究需要突破及努力的方向。另外，由于区位因素、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方向和政策、

管理制度的区域差异，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村庄转型背景、规划目标有差异，耕地利

用深度和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因此，从多类型、多尺度、多层次分析耕地撂荒作用机

制，是客观探究乡村人地关系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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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and regulation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in villages of Nanchuan district, Chongqing

WANG Gang1,  LIAO Heping2,  WEN Tao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00,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00, China)

Abstract: Farmland abandonment is a common practical problem in rapid urbanizatio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Scientifically revealing the causes and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at village scale in typical areas has direct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village policies to control farmland abandonment, and has far-reaching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ensuring food security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regional system 

theory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takes Nanchuan district of Chongqing, a typical 

county-level unit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as an example, us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d natural breakpoint model, identifies the leading factors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at village scale, summari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explore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and puts forward concrete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armland abandonment is the imbalance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rural regional system, and the new balance of such a relationship in 

rural regional system can be achieved by implementing scientific measures. (2) Typical county 

farmland abandon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facility abandonment > facility 

abandonment > disaster abandonment > circulation abandonment. (3) The total arable land 

abandoned showed a "river"-shaped corridor distribution with a clockwise rotation of 45°, and 

the middle-high values were observed in the high-altitude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northwest 

and southeast parts of the county. The dominant factors were irrigation conditions, the 

proportion of cultivated land circulation, the distance to main roads, the proportion of 

emigrated population, the distance to rivers, the altitude, the amount of arable land per capita, 

the proportion of rural labor force, and the distance to the township.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dominant factor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in different 

types. (4) Based on the cause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actual situ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four types are identified: facility shortage constraint type, 

disaster-prone damage type, farmer differentiation and relocation type, and policy guarantee 

imbalance type. Corresponding control strategies and 12 control models for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including facility construction and upgrading, are proposed.

Keywords: arable land was abandoned;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human-land relationship 

regional system; village scale; Nanchuan district, Chongqing municip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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